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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和高等教育

系统的成败及对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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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　教育学院，英国）

文　雯　胡雪龙　译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和他的同时代人共同创造的１９６０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首次让

数百万美国家庭有机会进入到大学，并缔造了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系统。基于纳税人对教育机

会平等这一公共利益的共识，在分层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兼顾优秀和普遍入学的加利福尼亚理念，成为世界范围

内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然而，支撑加州理念的政治条件本身已经消失。总体规划实施的２０多年后，纳税人

的共识被打破，加州也不再提供保障优秀和普遍入学（尤其是非白人和移民家庭）的财政条件。现在许多学生

被拒之大学门外，公共学费不断上涨，研究型大学面临新的挑战。加州高等教育入学率曾经一度在美国名列前

茅，现在被远远甩到后面。本文考察了以总体规划为代表的加州高等教育体系的兴起和式微历程，并总结出对

其他国家普遍的经验教训以及特别对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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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在美国历史上是一段非比寻常的时期。各种理念、身份认同、流行文化

和政治反叛大爆发，并在６０年代末达到鼎盛。在美国，强劲、持续的民主力量外溢，阻碍了对此前十年的

审视。这十年以大学、研究、理念、政府等各个领域不断增长的期待和全面的创造性为标志。政府一度成

为满足公共利益和实现社会集体福利的积极手段，那时的政府还没有背负后来的骂名。这一历史时期是

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也是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政府及其批评者都希望创造一个更好的社

会，他们也都相信这是可能的。

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一时期出现了１９６０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托马斯·皮

凯蒂①在《２１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考察，发现在工业化国家中，１９４５年后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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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环境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多通道，而高等教育在社会分配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一战之前，继承财富和资本阻碍了通过工作和教育而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然而，两次世界大战

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耗尽了一大批财富。这部分上层阶级的空缺为１９４５年后的社会流动腾

出了更多的空间。在战时为了调动资源的各种税收政策，包括收入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在战后依然被

延续下来，减少了代际之间的转移，为中产阶级的壮大创造了更多的空间①。与后期相比，这时的最高税

率非常高，管理层的薪酬受到限制。在美国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劳动收入而不是资本收入是主

要的财富来源，皮凯蒂所谓的“世袭的中产阶层”的房屋所有权得以扩大。与中国过去的二十多年类似

（尽管不会一直这样），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比通常要大得多，部分缘于此，向

中产阶层晋升的空间也愈大。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７５年间经济持续３０年增长，扩充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

就业机会，尤其是前者极大地提升了绩效。再加上高等教育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它成为美国社会中

更为重要的角色，是通往家庭、经济、乃至国家未来的必由之路。如同中国当下这般②，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

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为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引擎空间。

１．克拉克·克尔和总体规划的协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处地方的高等教育，比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规模更大、思

想更原创、创新更为影响深远。塑造加州高等教育的关键人物是克拉克·克尔，他曾在１９５２至１９５７年

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校长，１９５８－１９６７年任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是１９６０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

规划这一闻名于世的组织系统的主要设计者，总体规划重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高教系统，克尔也是迄

今为止对现代研究型大学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学的功用》的作者。

克拉克·克尔是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主要设计师、策划人、协商者、拥护者，也是其面向公众的

发言人。总体规划实施的直接背景很明确：尽管加州面临了经济危机，但是州政府仍然有足够的财政经

费支撑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各教育部门之间分工不清，盲目扩张和无序竞争。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计划，

或者说谁的计划可以改变这一现状？研究型大学、州立学院还是政客们的计划？克尔“意识到大学需要

在建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当大学想要保持其在三螺旋系统中的独特地位时”③。这个规划

与其说是一个制度蓝图，不如说是相互斗争的政党之间的艰难谈判。

加州大学所采取的策略显而易见，我们的三个新校区……戴维斯、圣塔芭芭拉、河滨校区三

个项目，即便没有加州大学，也足以弥补博士生培养和科研设施的不足，并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

政治需求。我们不想跟另外１６所新增的“大学”校区（１２所已经建成的和４所正在建立州立学

院）共享资源，他们会要求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增加科研补贴，这些将会增加高等教育成本。

我们不希望看到州立学院丢弃尤为重要的技能培训的功能于不顾，反而热烈地追求神圣的精英

型学术研究的地位。加州不需要一个每一部分都专注于成为第二个哈佛、伯克利或斯坦福的高

等教育系统。质量方面的提升是可取的，但是质量的提升应该从属于不同模式下的不同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三种改进后的模式：开放入学模式、应用技术型模式和研究型大学模式。如果州

立学院“晋升为大学”，那么必须建立一些新的学院以服务于综合技术的角色。④

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克尔和加州大学占据了上风。尽管州立学院获得了作为一个教育部分的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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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自主性，但是他们仍不能进行学术研究和授予博士学位。克尔认为加州虽占全国人口的９％，但是

却拥有全国１５％的精英型研究大学①。因此，加州不需要更多的研究型大学。克尔不遗余力地确保加州

大学享有其近乎垄断的科研地位，他的这一警惕一直持续到协议的最终达成。

２．卓越与普遍入学

总体规划的政策性特点、规范性权力和持久性成就在于，它把优秀原则和普遍入学原则有机结合起

来，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直到上世纪６０年代，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认为是彼此对立的原则，而克尔

和总体规划的起草者们证明了在一个系统内同时实现这两个原则是有可能的。为了实现这两个原则，加

州总体规划建立了高等教育三级结构。

加州精英型大学通过垄断学术科研的财政支出、仅录取学业成绩排前１２．５％的高中毕业生来确保

其卓越地位。这一类大学与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之间的过渡部门则是州立学院，只招收前３３％的高中毕

业生并提供四年制的学位教育。尽管没有学术研究和博士培养，州立学院仍然被置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上

层，在其之下是为数众多的以普遍性入学为原则的社区学院。通过确保低层次大学向上一级流动的数

量，从两年制和四年制的高等教育机构向上流动的限制得以松绑。由于大部分入学机会存在于低层级高

等教育机构，如果总体规划旨在保持和扩大机会公平，必须依赖于层级之间的流动功能，以及学校帮助学

生从任何地区、社会和种族背景下成功向上流动的能力。

此时，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开放入学。总体规划保证为每一位高中毕业生或任何有资格入学的个人提

供进入学院的机会。１９６０年，加州４５％的适龄人口获得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全国平均水平为２５％）。

总体规划承诺要让加州走在全美的前列。它保障了高等教育入学率持续增长以满足经济和人口增长的

需求。１９７５年之前，加州高等教育入学率翻了三倍。加州的成功表明通过移除入学障碍并确保向上流

动，高等教育能够实现社会公平。现在在许多国家，承诺普遍入学机会似乎是一项司空见惯的政策，但确

是１９６０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首开先河。

尽管普遍入学很诱人，但是在财政方面，它却并不像期待得那样充裕。在最初的１５年，总体规划通

过将四年制学院入学机会增长转移至两年制学院入学机会的增长来节省经费②。社区学院设立在州内

任何居民可到达的距离范围内，也比提高研究型大学入学率要便宜得多。

３．公共使命

加州总体规划是有关加州社会，甚至可能是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公共福利的承诺———这也正是长

期以来维持了美国民主（虽然也经常隐匿于个人利益之下）的社会团结，它被美国高等教育宏观制度设计

者所重视，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层面。克拉克·克尔和他同时代的人们与新自由主义者的思维模式很

不同，后者对于后来主宰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的市场经济盲目崇拜。而恰恰是这种公共愿景和公共支出才

奠定了加州高等教育体系（正如中国也由国家和规划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如果加州放弃了迎合市场

的任务，还有国家予以接盘。

加州总体规划在普遍入学原则、系统性特征、基于劳动力分工的三级结构设计等方面很典型地体现

了其公共性。所有三个层级都体现了公共福利性、民主开放性和为全体公民的服务性。这项规划也是被

共同建构起来的，体现了高等教育系统超越个体高等教育机构集合的理念。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相互依存

的机构在共同的公共结构的框架内运作，并共同致力于一套规划性思想。这些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内部

的各个学校和研究团队，仅限于在结构内部相互竞争。这一理念与当时的主流理念即认为大学是一个独

立的公司并对美国私人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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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也有利于大学的利益。它使得大学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州政府内保持长久的自主性。这

意味着如果各部门都遵守规则，高等教育几乎可以进行自我管理。藉由校长办公室，加州大学的各个分

支校区可以免受其他州立大学所遭受的直接政治干预。在法律意义上，加州大学不属于州政府，也不属

于加州人民，而由校董拥有。这种正式的独立性对大学而言是非同寻常的，尽管与州政府关系的持续由

资金关系所维系①。州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加州州立大学由新的教育理事会管辖，保证它们不再盲目

地相互竞争。不同于一个总领性的理事会，这些低调的协调委员会保证了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机构的自主性并不一定与总体规划的公共性特征相矛盾。加州的高等教育作为公民社会，属于全体

公民但却与独立于政府。高等教育机构的公共连通性由其与理事会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直接的关系所体

现，但是高等教育机构可以选择它们回应社会的方式。这是一种与政府直接行政管理所不同的“公共

性”，包含了民主的目的、普遍的入学机会、公开透明的信息和广泛的社会参与等，但却将竞选或政治获利

排除在外。

高等教育机构还不能逃避社会责任。对总体规划的信赖是基于大学和学院在自愿的基础上，有能力

辨别和满足社会需求、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并试图说服他们加州高等教育的模式是为了全体公民。

他们必须成为普遍入学和优秀原则的拥护者。在这种礼物经济模式下，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地或单独地提

供给公众的礼物，即大众教育、英才教育、探索未知和智识上的领导力。两年制的学院向所有人开放大

门，承担了为加州公民提供文化素养和社会机会的任务，精英型的加州大学则致力于提供高水平的科学

基础设施、普通学科教育和专业训练。

在公共非市场形态的生产领域，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是没有天然的限制的。当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选

择一种行动而不是另一种行动，产生的只有机会成本。同样存在的还有对想象力的限制，但对于研究型

大学来说这也不太能成为一种约束，因为一群睿智的人可以拥有去中央化优先权。作为回报，加州大学

获得了资源累积的自由，以及地方性、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权力———这些都是基于提供公共补贴并确保

其流动。他们得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拥有体制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这让研究型巨型大学在攀登高等教

育系统的顶峰，成为现代世俗秩序的皇冠之时，既能符合公共利益需求又能保持自我。在上世纪６０年代

的加州，公共教育和科学，而不是战斗舰或银行，被视为更高的公共利益。

４．成果之一：卓越

１９６０年之后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各部分如何进一步开展呢？

想象中的社会形态付诸实践后永远不会像它们的理想版本那样光彩照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建

设在多数情况下往往遭受失败。尽管如此，事实上并不存在铁律，观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计划失败的程

度，因情况而不同。在加州高等教育的例子中，现在的政治、财政和社会状况与１９６０年的情况大相径庭，

但是仍然在愿景的某些方面维持了原来的承诺，而在某些方面未能尽守承诺。尽管如此，三个子部门之

间的分工已经被证明是稳定的，在其他国家更是实现了从底层级到高层级的“学术漂移”。在加州，巨型

大学比整体系统设计运行地更好。卓越比普遍入学的目标实现地更为彻底，通过公共教育实现机会公平

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加州大学的所有校区（除了２００５年成立的莫塞德校区，现在仍处于发展中）都维持了在学术研究方

面无可置疑的卓越地位。在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２０１６年共有７所加州大学分校入围世界前

６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排名第三，仅次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领先于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

津大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排名１２，圣地亚哥分校排名第１４，紧随其后的为旧

金山分校（２１）、圣塔芭芭拉分校（４２）、尔湾分校（５８）、戴维斯分校（７５）、圣塔克鲁斯分校（８３）。河滨分校同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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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前２００①。如果说科学是这个世界的希望，那么大部分的希望将继续投向加利福尼亚。

莱顿大学科技研究中心（ＣＷＴＳ）提供了关于高质量大学科研产出的更为详细的比较。它列出了每

所大学期刊论文高引用率（在该领域中前１０％的引用率）的数量。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伯克利分校产出的

论文的２０．９％为高引用率论文。在这四年中，共有２６６９篇高引用率论文，仅次于哈佛、斯坦福大学，以

及规模更大的公立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和美国的密歇根大学。这一项指标显示了伯克利分校

的总体科研潜力，这些还是在伯克利没有医学院和相关临床医学研究的情况下所达到的程度。紧邻伯克

利并拥有医学院的是旧金山分校，在２０１１－１４年产出１９９０篇高引用率论文。伯克利和旧金山共拥有

４５６９篇这样的论文，比他们同区域的竞争对手斯坦福大学高出４５％。在莱顿大学的具体学科领域的测

评中，加州伯克利分校在物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高引用率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清华则为第四。戴维

斯分校在生命和地球科学领域排名第一，伯克利分校排名第三。旧金山分校在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领域

拥有高达世界第四的高引用率论文数量。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伯克利排名第六，值得注意的是，清

华在这一领域排名第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排名第三。

尽管取得了这一巨大成就，加州资助削减，尤其是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经济衰退后，意味着加州大学在与

斯坦福大学争夺全球顶尖研究人才时竞争力减弱。但由于州外学生数量与日俱增，导致加州大学的学费

不断上涨，加上学费折扣和学生资助的步伐更为灵活，有助于本州学生的学费价格下降。

５．成果之二：入学机会

当我们将视线从卓越的目标转移至普遍性入学的目标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加州大学的各校区仍为

普遍性入学原则做出了贡献，低层级的学校在总体规划的前２５年有所贡献，但是自此之后他们在这一方面

开始有所动摇。加州大学———包括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在招收来自弱势社会经济

背景的学生方面，比世界任何其他排名前列的研究型大学都更多———比英国的牛津剑桥高出许多，我估计

它也高于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总共有４２％的加州大学学生获得了联邦佩尔助学金（分配给年收入

少于４４０００美元的家庭的学生），这使得大学在促进社会流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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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中获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数超过了美国排名前１６位的私立学校的总数之和。２０１４年伯克利分校招收

了９７４２名接受佩尔助学金的学生，相比之下，康奈尔、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哈佛、布朗、耶鲁、达特茅斯和

普林斯顿大学总共才招收了１０１０６名获资助的学生①。加州大学的所有学生资助都是以需求为基础的。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累积学费制度（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下，４０％的学生不支付学费，并由高收入家庭

提供学费。伯克利的所有学生中，有６５％的学生获得了经济援助，其中一半的学生毕业时无债务负担。

２０１３年伯克利毕业时平均负债为１９０００美元，略高于美国平均水平（２７０００美元）的２／３②。

然而，加州大学只录取了适龄人群中的少数人，单靠它自己不能维系整个加州社会的机会平等制度。

在这一方面，加州整体高等教育的成效并不显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来自规划内部和外部的问题。

从总体规划的内部来看，它低估了入学人口增长的规模及其对各层级之间平衡的影响。１９６０年以

后，加州的人口增长比预计的更为迅速，而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总体规划本

身也提升了期待。但是，平等入学机会的持续凭借的是学校将学生从加州各社区、各社会阶层输送到高

等教育的能力，依赖的是社区学院让学生圆满完成学业的能力，仰仗的是学生从社区学院向上转学至加

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规模，以及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随社区学院的扩大而相应地扩增容量。反

过来，每一方面的发展都依靠于必要的公共资源的支撑，中小学以及高等教育的三个层级能够继续免除

学费或维持较低的学费水平。换句话说，最为主要的困难就是扩展高等教育系统所需要的资源远远大于

１９６０年的预期，尤其是在１９８０年之后，这使得总体规划很容易受到州政府财政的影响。

不断增长的成本也影响了总体规划各层级部门之间的平衡。按１９６０年的计划，入学增长主要集中

在社区学院。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不必按照比例扩张。社会流动的直接机会减少。在大多数有研

究型大学的国家里，通过扩张既有研究型大学的入学规模或建立新的研究型大学，大学入学人数在过去

四十年中显著地增长。这一扩张拓宽了向专业性、管理性职位流动的通路。然而，加州的研究型大学的

招生仍然只局限于前１２．５％的毕业生。这是原始系统设计的一个缺陷。它使得加州系统的转学功能承

担了太多压力。在一个垂直的高等教育结构中，依赖于不同层级高校之间的转学是实现社会准入的次要

方式，因为它要求学生有更大的实现愿望的毅力。

外部因素则是加州变化的种族人口构成、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财政政策、以及整个国家不断增长的经

济社会不平等。１９７０年加州有７７％的白种人、１２％的拉丁裔、７％的美国黑人以及仅占３％的亚裔或太

平洋岛民。种族分布随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２０１０年，４０％的加州人为白种人，３８％为拉丁裔（许

多是第一代移民），１３％为亚太裔，６％为非洲裔美国人。最富有的人群集中在白人群体。拉丁裔人口比

白人人口更为年轻化：公立学校６年级的学生中，有５１％是拉丁裔，白人占２７％，亚裔占１１％，非洲裔占

７％。尽管拉丁裔在２００９年的高中毕业中占到了４３％的比例，但是在公立高等教育中的比例仅为２８％，

在加州大学的比例为１６％。加州大学中白人比例为３８％，亚太地区人口高达３３％，非洲裔仅为４％；但

在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种族分布比例更接近于平均人口比例③。

像其他多数种族群体一样，拉丁裔和非裔的在校生人口由混合的阶级构成，但是他们大部分集中分

布于贫困社区的资金贫乏中学。２０１２年有７９％的高中应届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而有８％的学生留级。

拉丁裔学生的毕业率为７３％，非裔学生的这一比率仅为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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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院的毕业率和转学率反映了学校制度中的区域和种族不平等。入学机会、保有率、毕业和

转学都极为有利于白人中产阶级，距离１９６０年的机会平等的承诺相差甚远。１９５０年，从社区学院转

学至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的比例因地域不同，南加州地区的转学率为８％，旧金山湾区则有

５０％———小部分社区学院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和其他分校中的入学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５年后，只有

２２％来自社区学院的学生转学至四年制学位高等教育机构①。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转学率远低于白人

或亚裔学生②。社区学院被及时毕业就业和转学至更高学府的博雅教育的学术要求所拉扯③，而他们并

没有充足的资金满足任何一方的要求。自１９６０年起，两年制文凭在劳动力市场地位进一步下降，这可能

导致学业完成率的下降。学费增加是必要的，但是却会对招生产生威胁。加州州立大学的经费日益不

足，转学率在不同机构和地域之间也有较大差异。相比较加州大学高达９０％的毕业率，加州州立大学只

有４５％的毕业率④。

二、美国政治对加州规划的限制

事实上，加州的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不仅与教育不公平相关，而且与把教育看作是一种公共福利的

共识的破裂有关，而总体规划恰恰是倚赖于这一共识才赢得了纳税人支持。

１．征税作为一种偷窃行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加州和其他州的反税运动是由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理念所推动，即认为向全体人民征

税但却只有少部分用于公共利益（如国防）是非法的。这一理念尽管在美国历史上从未缺席，但是从７０
年代中叶以后却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１９７８年，加州的反税运动取得重大突破，投票通过了第１３号提案，大幅削减财产税，而这一项税收

是当地各郡和学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当州政府采取行动保护学校、城市和地方上社区的利益时，就不可

避免地减少了其他领域的预算，包括高等教育。一系列进一步减税和税收相关的措施接踵而至。１９８８
年，部分因为是对第１３号提案进行补偿，加州通过了第８８号提案，将州政府４０％的收入分配给学校和社

区学院。考虑到所有的支出授权和税收限制，１５％的预算未被如期分配，而三级高等教育体系包含在这

１５％的预算之内。第１３号提案和反税运动表明老龄化的白人中产阶级并不愿意向所有学区、面向所有

公民和非公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移民）资助优质教育⑤。

对高等教育的全面影响并没有即刻体现出来，但是这种影响不断地累积。州政府财政收入经历过一

段增长时期，但这并没有完全弥补经费削减带来的空缺。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加州已经不能对总体规划予以

充分支持了。接下来的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经济衰退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财政衰退，这一影响进一步蔓延至

高等教育的三级系统，而且大部分的财政减少似乎是永久性的。

在塑造总体规划的原则方面，财政削减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不再提供普遍的

入学机会。８０年代预算削减时期社区学院第一次拒绝学生入学。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每年至少

有２００，０００名潜在的学生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加州州立大学的入学人数第一次下降出现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共减少了５０，０００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经济衰退后州立大学再一次无法接受所有符合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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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①。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近乎普遍的受教育机会。加利福尼亚曾经

实现了普遍入学，却是辉煌不再。

加州已不再是高入学率的高等教育国家模式。１９６０年加州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

倍。２０１０年在１８－２４岁学士学位拥有者比例上，加州在５０个州的排名中位仅列第４３位。

克拉克·克尔可能对他的成就喜忧参半。５５年来，总体规划在研究型巨型大学中运作良好，创造了

加州高等教育的卓越地位，提供了藉由成为学术精英而晋升至较高的社会阶层的机会。但加州高等教育

系统在提供普遍入学机会的同时维持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上却失败了。无论是原有的宏伟愿

景还是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支持都被动摇，使得总体规划最后的实施步履蹒跚。加州已经丧失了６０年代

支持其规划得以实施的公共价值观，即通过高等教育实现普遍社会进步的信念，并将税收作为一种用于

公共利益的共享资产，而不是减少个人自由。

２．对公共利益承诺的式微

为什么在加州和美国对于共同公共利益的支持会式微？美国反抗税收的观念兴起于冷战。１９５１年

国防专家阿罗②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的论文，探讨了是否能够通过加和个人偏好获得

集体理性的群体决策。阿罗使用集合论证明了，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在三个或更多的选择上做出决

策时，无论是通过投票、社会福利政策还是市场，在逻辑上都不能从个人偏好中获得集体理性的群体决策。

没有任何共同决策能够满足每个人的个人偏好。在集体决策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假设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个

假设———要么以个人偏好为基础，那就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的结果；要么个人在丧失自由的情况下确定个

人的目的。不违反个人自由，就不可能有“公共利益”这件事，这被称作“不可能定理”。

最重要的是，阿罗的论证基于他的起始立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盛行，认为所有事物都是个性化的，

共同的社会利益就是个人利益的聚集③；个体基于实用性进行决策；他们的偏好是不受限制的和不可侵

犯的；不同个人偏好之间是不可兼容的④。“不可能定理”假设自给自足的个人自由是绝对的。保证个体

充分享有和行使个人自由的共享条件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所有人都不顾他人而追求绝对的自我利益，令

这些社会条件遭到致命破坏。然而，出于对苏联集体主义的抵触，阿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逻辑在美国吸

引了众多拥趸者⑤。他的观点也被詹姆士·布坎南所采纳，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反对他自己提

出的所谓“规范性妄想”（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即“政府以某种原因成为一个仁慈的实体，那些代表国家的

决定通常是出于普遍的或公共利益的考虑”⑥。

理念很重要。罗纳德·里根作为一名把公共选择理论付诸实践的总统，他的总统竞选口号就是政府

不是万能解药。这完全翻转了约翰·肯尼迪总统１９６０年竞选口号，以及林登·约翰逊在６０年代提出的
“伟大社会”理念，而这些都为类似于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这样的大型集体方案的实施，提供了政府和

公共支持。为了反对公共利益的概念，里根减少了对高收入和资本收益的税收，削减了社会公共项目的

开支，包括联邦教育经费，并降低了工会的地位，这些都导致行政收入激增。最高税率从７０％降至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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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８０年开始，美国收入不平等开始上升。

３．１９８０年后的收入不平等

自１９８０年开始，由于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美国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极大扩张。日益加剧的

社会不平等改变了公立高等教育的条件、性质和潜力，使之与克拉克·克尔和他的同事们梦想并为之践

行的世界渐行渐远，在克尔的世界里总体规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英美国家，财富和收入在前１０％、前１％、前０．１％、前０．０１％人群中的集中量从１９８０年起开始出

现大幅上涨，尤其是在顶部人群①。在１９８０至２０１０年间，美国前０．１％的高收入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从

０．２％上升至近１０％。皮凯蒂发现美国劳动收入的不公平比观测到的其他地方都更甚②。赛斯③提出在

经济衰退过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２），美国前１％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占据了全国９５％的劳动收入。而据经

合组织统计，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最贫穷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１５％④。

美国目前的主要特征在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最高水平（可能高于世界上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社会，包

括技术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但是财富不平等的水平小于传统社会和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间的欧洲社会的情况⑤。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北欧国，是最平等的现代社会，前１％的收入群体占据全部收入的７％。２０１０年，

欧洲前１％的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的１０％，美国的这一比例为２０％，与１９世纪晚期欧洲贵族社会保持同

一水平⑥。然而，更为现代形式的工资不平等被作为精英的要素之一而被合法化。它被视为努力工作的

产物，而不仅是财产和资本的结果，尽管社会网络关系在精英毕业生招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明，高劳动

收入的竞争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领域。皮凯蒂把美国社会称为“超精英化社会”（ｈｙｐｅｒ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
ｅｔｙ），或者至少是“社会顶端的人群把它称之为超精英化的、非常不均等的社会，但是位于收入等级体系

中尖端人群的财富仍然是由劳动收入所得而不是继承财产”⑦。认为美国工资不平等主要是由技术变革

所造成的观点早已过时，大多数国家也有类似的技术变革，但却形成了不同的收入模式⑧。美国的不公

平主要集中于高层管理者，尤其是在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⑨。排名前０．１％的高收入群体中２／３是管

理者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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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收入不平等和高等教育

如同其他英语国家，美国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的迅猛增加发生于高等教育的正式参与率接近或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之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２０１３年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８９．１％①。按照人

力资本理论，教育产生的人力资本决定了边际生产率，而边际生产率决定了毕业生的回报率。这表明，日

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根源在于日益增长的技能和生产力的不平等。然而，美国的高等教育，尽管高度分

层，即富裕家庭充斥了领先的私立大学，却在１９８０年开始的高收入人群的汹涌增长中呈减缓之势，这是

因为高收入的迅猛增加主要是由税收政策和劳动收入决定的②。

教育和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公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除了通过人力资本方程，还借助社会再生产的过

程。在任何一个时代，机会平等的内在局限都是家庭在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中不可化约的差异的持久性。

美国不断增加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放大了不同社会背景对于教育结果的影响。教育不公平反过来又会

再生产并强化之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在高度分化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这些再生产要素被进一步加强。

在社会底层，低收入的受助人进入到教育等级体系中低价值层次的社区大学。随着不平等增加，高

等教育成为愈加昂贵、却又不太有用的谋生或实现社会流动的手段。公立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社会和经

济价值，以及它的受众的能力和动机都被掏空。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现在却

在走下坡路。

２０１３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前１／４中有接近７７％的人群在２４岁之前完成了学士学位教育。这部分人

群的毕业率相较１９７０年几乎翻了一番，从４０％上升到７７％。在家庭收入的后１／４中，毕业率也增加了，

但是仅从１９７０年的６％增加至２０１３年的９％。在第二四分位的人群中，２０１３年的毕业率为１７％③。因

此，绝大多数收入居于后百分之五十的群体在２４岁之前没有完成高等教育，但是绝大多数的收入居于前

１／４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

这些国家模式很好地解释了８０年代加州教育机构经费缩减、质量下滑以及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的

低完成率和低转学率。在《不平等的程度》中，政治学家马特写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高等教育系

统经历了从促进社会流动到加剧社会不公平的转变”。高等教育孕育了一个“越来越像种姓制度的社会，

它让美国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长大，拓宽他们之间的差距并使之愈加固化。高等教育将美国人按照收入

不同而分层，而不是提供机会之阶④。在这种外部环境下，总体规划的普遍入学任务不可避免地受到动

摇。同时，规划的失败又进一步加剧内部结构的局限性。

三、加州的经验教训

政治文化和国家战略在世界各地的差异很大。在美国，不同年代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美国公立高等

教育，虽然一度是光辉的榜样，但其现代悲剧在于它的民主承诺和它对个体决定的个人自由和成就的贡

献，这些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所共有的中心价值观不断势弱。美国的悖论在于国家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中

推翻了自己的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一代的不平等状况是美国的典型特征，而在制造不平等之前真

正致力于机会平等也是美国的典型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总体规划的停滞不前既否定了国家特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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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这一特征。然而，美国理念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或者只是妨碍了美国国内的失败。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美国在优秀和普遍入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即创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实现普遍入学以及教育向上流

动的机会，为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树立了标杆。

加州总体规划现在可能摇摇欲坠，但是自６０年代起，它的影响逐渐蔓延至世界各地，从未止步。在

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及对基础科学和研究导向的创新的政策倾斜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所

指的综合性研究型巨型大学现已成为各地高等教育纷纷效仿的范本。有三种明显的方式：第一，越来越

多的学科建立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中，而不是分离的学院内部。其次，在一些国家里，专门从事于一组

狭窄学科研究的非高等教育机构和一些提供精英教学和职业培训的非研究性机构，都被纳入到研究型大

学中①。第三，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实施了资金和绩效管理政策，旨在提高特定精英机构的学术成果在

世界参考系中的地位（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运动）。

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成功与失败的启示是什么？对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广义的启示在

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高等教育内部陡峭的垂直分层结构会削弱潜在的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尤其是对

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家庭影响更甚；同时，它也会抹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价值，进一步破坏社

会公平②。北欧国家、德语系国家以及荷兰的高等教育都提供了比美国高等教育更好的民主结构。这可

能是因为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早１５年，美国从未完全打破从英国继承而来的贵族观念。高收入的精英

群体，由常春藤盟校和研究生商业学位合法化，成为一种现代形式的贵族阶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美

国税收政策允许家庭财富传承至下一代。常春藤盟校与他们所服务的阶层非常相似。教育的贵族主义，

一种封建主义在现代社会里怪异的回响，不仅合法化了不平等的教育结果，也合法化了暗含其中的社会

和经济不平等。

第二，无论是出于社会文化还是经济财政方面的原因，重点研究型高等院校的公共利益使命都比普

遍高质量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更容易获得国家性的共识。但是如果公立高等教育想要同时实现社会全纳

和均衡此两项任务，共享的社会价值是必要的，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累进税收制度以及州政府的均等主义政策，而不是任由大企业和特权家庭控

制，是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关键。

四、对中国的意义

加州对于中国的特定意义是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加州的高等教育有许多共同特征。两者都囊

括了大型、区域性不均匀化和制度化的复杂系统，尽管中国的规模远远大于加州。两者都利用制度分类

体系管理不同类型机构之间坚固的分层分工。在机构地位和资源分配方面，中国与加州比西欧国家高等

教育的等级更为垂直。无论对于政策制定者、大学领导人还是更大范围的社会，创建一批领衔世界的研

究型巨型大学对中国和加州都至关重要。中国和加州都在尝试通过对精英大学的广泛的财政资助，确保

进入精英大学的社会阶层公平，尽管富裕的家庭仍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这两个社会里，富裕阶层逐渐

获得了更强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和加州也存在一些差异。美国在公立研究型大学之外，还有一些与之匹

敌的私立精英大学，包括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和南加州大学。而中国有一个比美国更为强大的

职业教育系统。

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加州模式在其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是活力十足的。中国的后儒家模式（Ｐｏ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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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Ｍｏｄｅ）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呈现出至少是同样的活力。中国的研发支出从２０００年占ＧＤＰ
的０．９１％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３１％，再到２０１３年呈现更大规模的增长，达到ＧＤＰ的２．０２％①，每年至少

增加０．１％。政策目标是研发支出要占到ＧＤＰ的２．５％。按照这一速度，中国的研发投资总额将在五年

内超过美国研发投资支出的总和。在过去的１５年内，中国期刊论文的数量每年增长１５％，论文质量的

提高同样引人瞩目。例如，在２０００年度，在化学领域，中国产出的论文中有０．６％属于世界前１％的论

文，即超高引用率论文。到２０１２年，化学领域的超高引用率从０．６％上升至１６．３％。在工程和计算机领

域也有类似的数字②。

维系加州１９６０年总体规划活力的是经济的增长、高等教育对家庭和国家利益的共识、以及扩大入学

机会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共识。这一规划对公共财政的依赖性很强，且在实施初期有足够的经费支撑低学

费和基础设施建设。各高等教育机构努力发展自身以响应现实需求。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后儒家模

式③的活力的维系借助于经济增长，根植于中国家庭里儒家式教育培养和期待以及高等教育有助于家

庭、国家利益的广泛社会共识。它最大的动力来源于一个现代国家优先发展和支持教育科学进步的决

心。与１９６０年美国公立教育相比，今天的中国有更多的私人资金，但较少的学校自主权。相比１９６０年

的总体规划，中国国家政府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可能是东亚和美国之间不可化约的文化差异。高

等教育后儒家模式的基本特征不仅在中国大陆有所表现，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这种后儒家模

式的特征也体现在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日本大规模和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体系中，尽管日本高等教育

早期所具有的活力现在已然摇摇欲坠。尽管东亚国家没有经常进行直接的干预，东亚国家政府对教育的

综合影响仍然高于美国。东亚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实现权力下放。

加州教育系统对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可能在于，不仅要着眼于世界顶尖水平的第一级教育机构的建

设，同时也要提升第二级和第三级高等教育机构。加州的第二、三级高等教育机构最终的结果不是向前

进步，而是倒退。从长远来看，提高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提高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同样重要，尽管这

二者以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目标。不仅要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还要强调世界一流高等教育

系统的重要性。加州在１９６０年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统，但是却在近３０年内失去了这个系

统，尽管它成功地保持了它的世界一流大学。

与加州类似，中国高等教育在扩大机会以及通过教育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同样受制于更大社会

环境内不平等形式和程度的约束。这些更大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教育系统的构建，尤其是当它塑造了顶部

的政治宏观设计，影响了公共税收和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时———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太容易掌控优质学校

教育的分配，进而掌控高等教育等级的分配。加州的经验表明，当一个教育等级体系过于垂直，并对不同

层级之间的转换功能施加太多压力时，通过提升低层次大学质量而不牺牲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质量，自下

而上地维持机构之间较小的差异，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这种更平等的制度结构，更典型的代表

是荷兰或瑞典而非加州，也只有在政治和社会允许时才可能实现。

加州的教训也给予中国一项政治经济预警。中产阶层急剧扩张时期，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

为新一代人口提供了上升路径，但是这样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美国在５０－７０年代有这样一段时

期，中国从９０年代开始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点，经济增长和

中产阶层的增长将会放缓。中国当下的社会机会的快速扩大是正常的，但是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再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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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成为社会中产的机会不再扩大，政治经济不平等将会固化。中国有着悠久的社会等级的历史①，

这种旧模式永远有可能卷土重来———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一复归的趋势有多强，政府是否会纠正或部分纠

正这一趋势。如果社会机会的增长放缓或停止，这不会是高等教育的原因。重要的是，高等教育不应该

受到指责。教育不能创造社会平等，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及其后总体规划所显示的那样。为了解决不平等的

问题，中国必须着眼于劳动市场中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工作领域中收入的决定性因素、税收和财政支出、

代际之间财富的转移形式，从而实现社会的开放性和广泛的经济机会。加州的经验表明，单纯的教育平等

目标不足以保证平等机会的持续更新。然而，高等教育可以发挥作用，并与其他社会部门一样保持这个社

会尽可能的开放性。高等教育和科技已经从现代社会的边缘，发展为社会和经济再生产和发展的核心。在

相互依存的现代社会里想要成功，政府的改革、财富、行业、工业和教育都必须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随着中产阶级增长的放缓，教育和公共政策的公平结构在维系社会共识、教育公平等方面显得尤为

关键。赢得纳税人对高等教育机会开放的支持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理想变得难以维系时，

政府仍然坚定于高等教育的卓越与普遍入学机会。在中国，政府政策对高等教育和科技的重要性远高于

加州。中国自秦汉时期就不仅依赖政府作为教育的驱动者，更作为社会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在现代，特

别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国家藉由教育和其他部门对维系社会秩序、传播和增长繁荣向全体人民有了更大的承

诺。今天更多的改革转向了承诺的深度及其在教育结构中的体现。在中国，高等教育致力于公共利益的

理念或许比在加州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本论文是基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演讲整理而成。感谢史静寰教授、文雯

博士和杨力苈女士。论文的大部分材料援引自作者的著作《梦想的终结：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加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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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成败及对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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